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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患者及其配偶疾病沟通对夫妻二元应对的交互影响

潘佳,陈贝贝,韩萍,张瑜,林瑞,胡婷婷,别良玉

摘要:目的
 

基于主客体互倚模型考察胃癌患者及其配偶的疾病沟通对双方二元应对的影响。方法
 

采用一般情况调查问卷、夫妻

癌症相关沟通问题量表、中文版二元应对问卷对264对胃癌患者夫妇进行调查,建立疾病沟通与双方二元应对关系的主客体互倚

模型。结果
 

胃癌患者及配偶的疾病沟通得分分别为16(9,25)分及21(8,23)分,二元应对得分分别为129(113,138)分及124(99,
137)分。患者的疾病沟通的治疗特定问题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其配偶(P<0.05),二元应对的压力沟通和授权应对维度得分显著

高于其配偶(均P<0.05);主客体互倚模型结果显示,两者的疾病沟通可正向影响自身及对方的二元应对(均P<0.05)。结论
 

胃癌患者及配偶的二元应对受到双方疾病沟通的共同影响,提示医护人员应重视胃癌患者夫妇疾病沟通的评估,积极探索以疾病

沟通为焦点的夫妻干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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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disease
 

communication
 

on
 

dyadic
 

coping
 

of
 

young
 

couples
 

with
 

gastric
 

cancer
 

based
 

on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APIM).Methods
 

A
 

total
 

of
 

264
 

couples
 

with
 

gastric
 

cancer
 

were
 

investigated
 

by
 

general
 

situation
 

questionnaire,
 

Cancer-related
 

Communication
 

Problems
 

within
 

Couples
 

Scale
 

and
 

Chinese
 

Version
 

of
 

Dyadic
 

Coping
 

Inventory(CDCI).Results
 

The
 

disease
 

communication
 

scores
 

of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and
 

their
 

spouses
 

were
 

16(9,25)
 

and
 

21
(8,23),

 

respectively,
 

and
 

the
 

dyadic
 

coping
 

scores
 

were
 

128.5(113,138)
 

and
 

124(99,137),
 

respectively.The
 

score
 

of
 

treatment
 

specific
 

problem
 

dimension
 

of
 

patients'
 

disease
 

communicat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ir
 

spouses
 

(P<0.05),
 

and
 

the
 

score
 

of
 

stress
 

communication
 

and
 

delegated
 

coping
 

dimensions
 

of
 

dyadic
 

coping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ir
 

spouses
 

(P<0.05).The
 

results
 

of
 

APIM
 

showed
 

that
 

both
 

disease
 

communication
 

could
 

positively
 

affect
 

their
 

own
 

and
 

each
 

other's
 

dyadic
 

coping
 

(P<0.05).Conclusion
 

The
 

dyadic
 

coping
 

of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and
 

their
 

spouses
 

was
 

jointly
 

affec-
ted

 

by
 

disease
 

communication
 

of
 

the
 

couples,
 

suggesting
 

that
 

medical
 

staff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evaluation
 

of
 

disease
 

commu-
nication

 

between
 

couples
 

and
 

actively
 

explore
 

couple-based
 

intervention
 

scheme
 

focusing
 

on
 

disease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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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胃癌是目前全球第四大常见的恶性肿瘤,在我国

有着较高的发病率[1]。对于在婚胃癌患者,配偶的支

持通常是他们主要的应对资源[2],当配偶作为主要照

顾者时尤其如此,其能够为患者提供其他家庭成员无

法替代的情感和工具性支持[3]。研究表明,采取积极

应对策略治疗相关症状和缓解不良情绪可有效提高

癌症患者生活质量,并促进创伤后成长[4]。近年来,
有关癌症患者应对方式的研究已逐渐从个体视角转

变为夫妻二元视角,即二元应对(Dyadic
 

Coping,
DC)[2]。积极的二元应对可以增进患者夫妇彼此之

间的信任、支持和凝聚力,提高婚姻质量,从而促进患

者身心的积极改变[5]。疾病沟通是指患者与其配偶

交流疾病治疗相关信息以及各自对治疗的内在感受

和担忧的过程。癌症患者与配偶的二元应对与其夫

妇间的疾病沟通状况密切相关。根据Baucom的人

际动力学理论,癌症夫妇间针对疾病的沟通交流不仅

可以直接促进双方在诊断后的心理调整,还能够通过

改进其共同应对方式来缓解彼此压力[6]。此外,二元

应对 的 共 同 应 对 模 型(Communal
 

Coping
 

Model,
CCM)也强调癌症夫妇在面对疾病压力时,彼此之间

的建设性沟通对于协同应对癌症挑战的积极作用[7]。
然而,目前有关癌症夫妇疾病沟通与二元应对关系的

实证研究较少[2]。不仅如此,以往研究多基于个体水

平的单向影响,尚缺乏基于癌症夫妇成对关系视角下

的交互影响研究。为此,本研究基于 Kenny等[8]提

出的 主 客 体 互 倚 模 型 (Actor-Partner
 

Interdepen-
dence

 

Model,APIM)考察胃癌患者夫妇之间的疾病

沟通对彼此二元应对的交互作用模式,以便为基于夫

妻疾病沟通视角改善胃癌患者夫妇的二元应对提供

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取便利抽样方法,选取河南省肿瘤医

院2021年2月至2022年1月住院的胃癌患者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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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作为研究对象。患者纳入标准:①根据2018年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胃癌诊疗指南》诊断标准,病理确

诊为胃癌≥1个月,均已根据情况行手术或化学治

疗;②年龄≥18岁,已婚;③知情同意并自愿参加本

研究。患者排除标准:①有精神病史或正在服用抗精

神疾病药物;②存在理解能力障碍,无法配合完成研

究。配偶纳入标准:①年龄≥18岁;②为患者配偶及

主要照顾者;③有基本的文字阅读和理解能力。配偶

排除标准:①存在精神性疾病;②不愿配合参与本研

究。
1.2 调查方法

1.2.1 调查工具 ①一般资料及临床相关资料调查

表:包括患者夫妇的家庭人均月收入,患者的性别、年
龄、文化程度、工作状况、肿瘤部位、疾病分期、当前治

疗状态;患者配偶的性别、年龄、工作状况、累计照顾

时间、文化程度。②夫妻癌症相关沟通问题量表

(Cancer-related
 

Communication
 

Problems
 

within
 

Couples
 

Scale,CRCP):该量表由 Kornblith等[9]编

制,用于评估夫妻间癌症相关沟通是否存在问题。
CRCP由15个条目构成,其中患者部分包含情绪支

持(4个条目)、治疗特定问题(4个条目)、自我保护(4
个条目)和保护性缓冲(3个条目)4个维度,配偶部分

包含情绪支持(4个条目)、治疗特定问题(3个条目)、
保护性缓冲(3个条目)、封闭沟通(3个条目)和避免

沟通(2个条目)5个维度。量表采用Likert
 

3级评分

法,“不正确”0分,“有时正确”1分,“总是正确”2分,
总分0~30分,得分越高说明受访者癌症相关疾病沟

通问题越严重。国内Li等[10]将其引入并应用于癌症

患者夫妇中,显示信效度较好。本研究中该量表在胃

癌患者夫妇中的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31,
0.912。③中文版二元应对问卷(Chinese

 

Version
 

of
 

Dyadic
 

Coping
 

Inventory,CDCI):该量表由Falconier
等[11]研制,用于评估夫妻面对压力事件相互支持的

程度。CDCI由35个条目构成,包含压力沟通(8个

条目)、支持应对(10个条目)、授权应对(4个条目)、
消极应对(8个条目)和共同应对(5个条目)5个维

度。量表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从1分“极少”到5
分“非常频繁”,其中消极应对采用反向计分。总分

35~175分,得分越高说明受访者感知到的夫妻之间

相互支持性行为越多。国内Xu等[12]对其进行汉化

修订,显示信效度较好。本研究中该量表在胃癌患者

夫妇中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48,0.894。
1.2.2 资料收集方法 分别对患者夫妇介绍研究目

的和问卷填写注意事项,在双方填写知情同意书后行

现场问卷调查。为了减少填答错误的发生,调查小组

人员在整个调查过程中均在旁边以适当距离等待,以
便及时为其答疑。为了避免夫妻之间彼此干扰,由不

同的调查人员在不同房间内同时单独对夫妻一方进

行指导并填写。问卷填好后现场确认并回收,若发现

存在遗漏条目,则请受访者将其补充完毕或以提问方

式代其填写完整,若夫妻任意一方存在填答不完整情

况,则夫妻数据均视为无效。共调查290对胃癌患者

夫妇,回收有效数据264对,数据有效率为91.03%。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6.0及AMOS24.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偏态分布资料采用中位数及四

分位数 M(P25,P75)进行描述,正态分布资料采用

(􀭺x±s)描述;变量间相关性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

析。采用AMOS24.0软件构建患者及配偶的疾病沟

通对自身及对方二元应对影响的APIM 模型,APIM
能够在一个模型中同时检测2个不同效应:患者或配

偶的二元应对受到自身(主体)疾病沟通的影响即为

主体效应;患者或配偶的二元应对受到另一方(客体)
疾病沟通的影响即为客体效应。在结构方程模型分

析过程中,由于变量为非正态分布,采用解靴带抽样

的方法进行数据非正态性的分析纠正[13],采用重复

抽样5
 

000次的Bootstrap法检验夫妻成对模式的可

靠性,统计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胃癌患者夫妇的基本资料 入组的264例患者

中,男174例,女90例;年龄25~89(49.75±14.51)
岁。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101例,高中或中专88
例,大专及以上75例。在职65例。肿瘤部位:胃体

107例,胃窦83例,贲门59例,全胃15例。当前治疗

状态:单纯化疗23例,化疗+靶向52例,靶向治疗55
例,非治疗中134例。临床病理分期:Ⅰ期26例,Ⅱ
期98例,Ⅲ期64例,Ⅳ期76例。264名患者配偶中,
男90人,女174人;年龄24~86(48.50±14.57)岁。
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76人,高中或中专102人,
大专及以上86人。在职148人。累计照顾时间:<1
个月61人,1~个月101人,6~个月44人,≥12个月

58人。家庭平均月收入:≤2
 

000元61对,2
 

001~
5

 

000元93对,≥5
 

001元110对。
2.2 胃癌患者夫妇疾病沟通及二元应对得分比较 
见表1。

表1 胃癌患者夫妇疾病沟通及二元应对得分比较

分,M(P25,P75)

项目 胃癌患者 配偶 Z P
疾病沟通总分 16(9,25) 21(8,23) -0.016 0.987
 情绪支持 4(2,6) 5(2,6) 0.521 0.603
 治疗特定问题 5(3,8) 3(1,3) -12.193<0.001
 保护性缓冲 3(3,4) 5(2,6) 1.681 0.093
 自我保护 4(2,6) - - -
 封闭沟通 - 3(1,4) - -
 避免沟通 - 4(2,4) - -
二元应对总分  129(113,138)124(99,137) -1.678 0.093
 压力沟通 30(26,32)  28(22.5,34)-2.244 0.025
 支持应对 30(28,42) 32(26,40) -0.254 0.800
 授权应对 17(13,20) 14(9,18) -7.256<0.001
 消极应对  28(22.5,32) 28(24,34) 1.127 0.260
 共同应对 18(14,22) 18(14,20) -0.992 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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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胃癌患者夫妇疾病沟通与二元应对的相关性 
见表2。
 表2 胃癌患者夫妇疾病沟通与二元应对的相关性 rs

变量 患者疾病沟通 配偶疾病沟通 患者二元应对

患者疾病沟通 - - -
配偶疾病沟通 0.281* - -
患者二元应对 -0.317* -0.249* -
配偶二元应对 -0.399* -0.396* 0.368*

  注:均P<0.001。

2.4 疾病沟通影响二元应对的主客体互倚模型分析

 根据以往理论模型[7-8]及上述相关分析结果,把疾

病沟通作为预测变量,二元应对作为结果变量构建主

客体互倚模型。初始模型拟合欠佳,通过添加变量之

间误差项的共变关系后形成稳定模型(图1)。通过

极大似然法对初始模型参数进行分析,显示模型为饱

和模型(χ2/df=0),其他拟合指标较理想(CFI=
1>0.9,TLI=1>0.9,RMSEA=0<0.08)。根据张

莉等[14]的建议,饱和模型可不评估其拟合指标,而是

仅关注其路径系数是否显著。如表3所示,在主体效

应中,患者的疾病沟通可以负向预测自身二元应对

(β=-0.254,P<0.001),配偶的疾病沟通可以负向

预测自身二元应对(β=-0.336,P<0.001);在客体

效应中,患者的疾病沟通能够负向预测其配偶的二元

应对(β=-0.274,P<0.001),配偶的疾病沟通能够

负向预测患者的二元应对(β=-0.260,P<0.001)。

!"#$%& !"'()*

+,#$%& +,'()*

0.329

-0.254

-0.260

-0.274

-0.336

0.242

e1

e2

图1 胃癌患者夫妇的疾病沟通与二元应对的

主客体互倚模型(标准化)

  进一步进行成对模式的检验,基于Bootstrap方

法对5
 

000个样本进行客体效应与主体效应的比值

(k值)计算,求其95%置信区间(CI)。经检验:胃癌

患者k=1.024,接近于1,其95%CI 为(0.392,
1.729),置信区间包含1,即胃癌患者的成对模式为

对偶模式,即主、客体效应作用效果一致且预测方向

相同[8];配偶k=0.818,相比0.5更接近于1,其95%
CI为(0.274,1.705),置信区间包含1,即配偶的成对

模式亦为对偶模式。
3 讨论

3.1 胃癌患者夫妇的疾病沟通现状 胃癌患者与配

偶之间就癌症相关问题进行积极有效的沟通是满足

彼此心理需求和改善不良反应的重要途径[2]。沟通

使他们能够理解和照顾彼此的恐惧和担忧情绪,重新

认识疾病的负面影响,并协调夫妻之间应对压力源的

反应。本研究结果显示,胃癌患者夫妇的疾病沟通问

题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与 Martinez等[15]研究结果

一致,表明在胃癌患者夫妇中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疾病

沟通问题。实际上,即使是在较好的婚姻关系中,患
者夫妇也可能会在针对癌症相关问题的沟通中遇到

困难[16]。这可能是由于他们需要共同面对癌症诊断

所带来的心理挑战、治疗相关不良反应以及情绪困

扰,这使许多夫妻会避免或刻意回避针对疾病相关议

题的讨论,以避免增加彼此的心理压力或致使情绪问

题进一步恶化。本研究中胃癌患者治疗特定问题维

度的得分较高,显著高于其配偶水平(P<0.05)。究

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患者在诊断后会经历不同程度的

创伤后应激[17],心理较为脆弱,因而在涉及疾病相关

敏感话题时存在较低的主动沟通意愿,甚至抵制情

绪。
表3 胃癌患者夫妇疾病沟通与二元应对的

主客体互倚模型结果

项
 

目 β SE P
95%CI(β)

下限 上限

主体效应

 患者疾病沟通→患者二元应对 -0.254 0.064 <0.001 -0.377 -0.128
 配偶疾病沟通→配偶二元应对 -0.336 0.057 <0.001 -0.443 -0.220
客体效应

 患者疾病沟通→配偶二元应对 -0.274 0.059 <0.001 -0.387 -0.156
 配偶疾病沟通→患者二元应对 -0.260 0.066 <0.001 -0.388 -0.127

3.2 胃癌患者夫妇的二元应对现状 应对癌症通常

是一个高度二元化的过程,尤其是在患者夫妇之间,
二元应对通过将压力源(例如疾病疼痛)评估为“我
们”的问题(共同应对),而不是“你”或“我”的问题(个
人应对),来促使患者夫妇采取积极协同的措施应对

疾病压力。本研究结果显示,胃癌患者及其配偶的二

元应对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与Shi等[18]在乳腺癌夫

妇中的结果相似,高于孙海燕等[3]针对一般癌症夫妇

的调查结果。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本研究以及Shi
等[18]的研究样本相对年龄较低。研究显示,与拥有

更多来自成年子女支持的老年癌症夫妇相比,青中年

患者夫妇在心理上更倾向于将爱人视为主要心理支

持来源[19],这种伴侣支持对于他们的心理适应及疾

病应对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中胃癌患者授权应对

维度的条目均分较高,并显著高于其配偶水平(P<
0.05),与孙海燕等[3]的结果一致。究其原因可能是

由于胃癌患者会经历癌症本身的身体症状以及与疾

病治疗相关的不良反应,身体功能的下降导致患者自

理能力不足,而配偶作为其最亲密的人会更多地参与

到患者的疾病治疗决策及执行过程中,并为其提供诸

多生活代办行为。配偶的压力沟通维度得分相对较

低,并且显著低于患者(P<0.05),这可能和当前样

本中女性配偶的比例较高(65.9%)有关。研究表明,
女性在人际关系及情感方面比男性更为敏感[20]。女

性配偶容易对患者的焦虑、悲伤等负面情绪做过度解

读,因而担心话题选择不慎可能会加重患者的情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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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3.3 疾病沟通和二元应对在胃癌患者夫妇之间的交

互影响

3.3.1 患者及配偶的疾病沟通对患者二元应对的影

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胃癌患者的主客体互倚模式为

“对偶模式”,即患者夫妇的疾病沟通对患者二元应对

的影响效果相同且方向一致。在胃癌患者的主体效

应方面,患者积极的疾病沟通提高了其二元应对能

力,当患者面临癌症病痛及可能的进展风险时,与配

偶分享自身疾病相关的情绪体验与想法能够帮助配

偶及时了解自己的情绪及身体状态变化,鼓励配偶向

自己表达关心与共情,并有助于配偶根据自身需求提

供或改进照护措施,推动配偶配合自己有效组织现有

的家庭及社会资源,进而增强配偶与自己共同应对疾

病挑战的默契。在胃癌患者客体效应方面,配偶与患

者针对疾病进行包容与支持性的夫妻沟通对患者二

元应对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究其原因,对癌症夫妇来

说,二元应对是一个需要双方共同参与疾病应对的过

程,其中二元关系中的双方相互提供和接受支持,参
与共同解决问题的活动和共享彼此情绪的调节状

态[21]。在这一过程中,来自配偶情绪情感的自我表

露、对疾病治疗的密切关注以及其它问题的开放性沟

通能够使患者感受到来自爱人的情感关怀,有助于增

加患者感知到的夫妻亲密关系[18],使其深信在面对

癌症时爱人能够与自己作为一个整体去共同反应。
这提示在临床工作中,配偶因素对患者积极的疾病应

对行为同等重要,通过已有成熟的培训方案提升配偶

情感表达、倾听、共同决策的沟通技能[22],有助于充

分挖掘患者夫妇的整体应对能力,帮助患者在疾病治

疗过程中获得掌控感及战胜疾病的信念。
3.3.2 患者及配偶的疾病沟通对配偶二元应对的影

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患者配偶的主客体互倚模式同

样为“对偶模式”,即患者与配偶间的双向疾病沟通在

配偶二元应对的构建过程中同等重要且作用一致。
在患者配偶的主体效应方面,配偶的疾病沟通问题越

少,其二元应对能力越高。配偶在与患者沟通过程中

所表达的情感支持能够引导患者积极表露自己的不

良情绪[23],这有助于配偶准确了解患者的内在状态,
并通过支配相关资源(如根据患者的问题向专业医护

人员寻求建议)为其提供精准帮助。配偶针对治疗特

定问题与患者进行的深入交流则能够帮助配偶了解

患者对当下疾病治疗的想法,帮助其更有效地参与到

患者的治疗决策过程中。反之,配偶的一些问题性沟

通方式,如保护性缓冲(即隐藏与否认担忧和避免敏

感话题的讨论)则可能通过影响夫妻日常亲密度,进
而降低患者在与配偶共同应对疾病过程中的协同一

致性。在患者配偶的客体效应方面,患者较低的疾病

沟通问题预测其配偶较高的二元应对状况。患者与

其配偶进行积极有效的沟通,包括增加自我内在情绪

的表露和照护内容的建议,可以帮助配偶明确照护目

标,增加双方对这些目标的一致性认可,从而更好地

组织家庭与社会资源进行有效的应对,最终有利于增

进配偶的照护适应能力及应对信心。反之,患者的消

极疾病沟通方式,如不主动披露自我状态或刻意隐

瞒、甚至逃避讨论问题,则可能促使配偶通过隐藏自

己的情绪或回避沟通来试图保护患者[14],进而破坏

配偶将癌症认知为“我们的疾病”的二元应对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胃癌患者中通常男性占比更大,
而研究表明与女性相比,男性通常会试图保持自己的

情绪独立性,回避过多地展示自己的内心[24]。这意

味着医护人员在针对胃癌或其他男性癌症患者的夫

妻沟通培训中应增加改善自我表露能力的干预内容,
如鼓励患者对配偶自我表露内在的负性情绪,主动提

出有关照护内容的建议,鼓励配偶表述自己的沟通担

忧与信息需求。这些议题有助于帮助配偶明确照护

目标,及时疏解患者的情绪问题,提高夫妻间的良性

互动与亲密关系,以共同应对疾病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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